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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指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中国国家与作为私主体的外国法人等签订
的，以关乎国计民生的借款、铁路、电信、矿物等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或章程。准条约不是条约却类
似条约，形成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准条约属于国内法上的协议，不是
中国国际私法的渊源。其规范的法律关系主要限于经济范畴，是涉外民商事关系的一部分，因而
关涉国际私法。准条约在国际私法中具有特殊性: 兼具公法与私法性; 国家在准条约中的民商事
主体地位具有特殊的不平等性; 适用的法律主要为国内法。国际私法是近代废约运动中的重要理
论依据，把准条约归入国际私法范畴，折射出近代中国的政治及外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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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者把具有国际性的文件区分为条约、非条约与准条约，认为三者都受国际法的支配。
准条约概念介于条约与非条约之间。［1］按照李浩培先生的阐述，那种非由国际法主体双方而是由
国际法主体同非国际法主体如自然人、法人之间缔结的文件，可以称之为国家契约( state contract) ，
有些国外学者称之为“准条约”( quasi－treaty) 。［2］近代中外条约涉及大量民商事问题，其中，中国所
缔结的合同或章程、协定大多即缔约一方为国际法主体，另一方为外国法人等私主体，内容主要是
关乎国计民生的借款、铁路、电信、矿物等方面。研究近代中外条约的学者把这类合同或章程纳入
并笼统称之为“准条约”，而且认为其属于国际私法范畴。那么，近代中国的准条约与国际私法有
何关涉? 它在国际私法中有何特殊性? 值得从历史的视角加以研究。
一、准条约的内涵与外延
从上述李浩培先生的观点来看，这种称之为“准条约”的文件，也可以称之为国家契约或国家
合同。所谓国家合同，是指国家政府作为当事人同外国的自然人或法人签订的有关金钱债务、开发
自然资源、公益事业、国家贸易等内容的合同。“各国政府与外国人或具有外国国籍的法人订立了
各种类型的契约: 如贷款协定( 包括发售国家债券的协定) 、供应和服务合同、雇佣合同、工业产权
及其他专利权的许可证协议、交通或通讯系统的建设和营运协定、授权在支付矿区使用费的条件下
勘探自然资源的专有权或一些指定权利的协议以及勘探和产品分享协议。”［3］可见，国家合同所涉
内容繁杂。在国际投资法领域，人们往往把这类法律文件称之为特许协议( Concession) 。“但是，
如果由此认为‘特许协议’是一个特别讲究的用语，或者认为它们与其他国家契约之间有很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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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属于一个特定的范畴，那是没有多少根据的。”［4］
准条约、国家合同及特许协议三个概念并无太大实质性区别。国家合同的外延更广泛，特许协
议主要产生在国际投资领域，可以包括在国家合同的内涵中。国家合同与一般的涉外经济合同不
同，因为一般涉外经济合同是由不同国家的法人或自然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双方当事人是法律地
位平等的私法主体，而在国家合同中，一方是拥有主权者国家，另一方是经国家认可方能具备法
律行为能力的外国法人( 有时也可能是自然人) 。国家合同与国际条约也不同，国际条约的缔约双
方是地位平等的国际法主体。所以，有人称国家合同是介于一般涉外经济合同和国际条约之间的
一种新的法律协议。［5］中国政府与外国私人或私人公司所订立的契约常常称为“合同”，一般条约
汇编也都包括这种合同。① 按照王铁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从 1842 年到 1949 年，所有条约、协
定、章程等的总数是 1175 件，其中的 3 /4 是中国与外国公司和企业订立的协定、章程和合同。它们
形成中国不平等条约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6］。近代中国这类法律文件数量多、类别异，既包括特
许协议也包括其他合同，如果把它们统称为国家合同，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这类法律文件的特点。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把这类文件归类与统称为“准条约”②应该是合适的，这类文件的确有较大
的条约意味，类似于条约。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主要涉及商业经济事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7］: 1． 国家借款合同，如 1896 年
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签订的《汇丰银行一千万两借款合同》和《汇丰银行英金三百万镑借款合同》;
2． 铁路借款合同，如 1898 年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1908 年清政府与
英国公司签订的《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合同; 3． 电信合同，如 1881 年中国
电报总局与丹麦大北公司订立的《中国与外洋彼此收递电报办法合同》，1883 年中国电报总局与英
国大东公司签订的《上海至香港电报办法合同》，近代中国的第一批准条约就是从电信开始的; 4．
矿务合同，如 1901 年清政府与体现俄国利益的东省铁路公司订立的《改定吉林开采煤斤合同》，
1908 年清政府与德国公司订立的《井阱煤矿合同》等。“民国成立后，全面继承了晚清政府遗留的
条约和外债，并宣布对所有外人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准条约当然在此范围之内。在民国政府寻求列
强承认的过程中，就列强所提承认条件而言，准条约特权的继续维持是主要内容之一。”［8］ 民国初
年，准条约还出现了军事类、民政类等新内容，如 1913 年海军部与北京瑞记洋行订立《一百二十万
英镑订购军舰合同》，1914 年与美国红十字会订立的《导淮借款草议》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准
条约的弱化趋势加剧，除无线电类准条约一枝独秀外，其他类别的准条约逐渐消失。［9］
二、准条约的国际私法关涉
( 一) 准条约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对于这种国家为主体一方与外国自然人、法人等私主体为另一方签订的协议，其性质和法律地
位在国内外历来有争论，并形成两个对立的观点: 一种认为是国内法契约; 一种认为是国际协
议。［10］两种不同的观点，涉及国家责任和法律适用问题。
就近代中国的准条约而言，对其定性非常重要。中外学者一致认为条约是国际私法的渊源，即
条约为国际私法规范的存在及其表现形式之一。作为国际私法渊源的条约，是指含有国际私法规
范的条约，它们可以是专门规定国际私法规范的条约或仅部分内容涉及国际私法规范的条约，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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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但是，“合同”一词并不专用于国家与外国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有涉及国家之间的合同是指国家间的合
同，并不包括国家与外国私人间的合同。”参见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79 页。
参见侯中军( 《企业、外交与近代化: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近代中
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年版) 等学者的著述。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以是双边条约或多边条约，包括统一冲突法条约、统一实体法条约、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
条约等。［11］准条约如果是国际条约，当然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分析准条约，称之为“准”说明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条约，但又明显具有条约的某些特性。
一般认为，构成条约的法律文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 1． 具有缔约能力的条约主体为国际法主
体; 2． 这些主体对于作为条约客体的事项有按照国际法产生、变更或废止相互权利义务的意思; 3．
意思表示已达成一致。［12］按照这三个要素考察，签订准条约的一方是国际法主体，主体双方有产
生、变更或废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意思，文件的签订表明其意思表示已达成一致。概言之，准条约
大多是国家和外国的私法人基于法律上的平等而订立的，而且当事方都以文件规定为行为规则予
以履行。根据契约条款，它当然不能由作为缔约主体一方的国家单方面废止，从而类似于条约。但
是，准条约的缔约另一方是自然人、法人等非国际法主体，缔约双方签订这种法律文件的根据不是
国际法而是国内法，他们也并无缔结国际法上条约的意思。国际法院的实践表明，私法人不是国际
法主体，“国际法主体同非国际法主体，如自然人、私法人，不可能缔结条约，而只能缔结国家契
约”［13］。由此可见，准条约不是条约。
近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产生的契约或合同，对于中国而言更具条约属性。如学者所言，近代中
外条约制度是列强对中国行使“准统治权”的制度，是列强用侵略战争损害中国的独立平等主权和
自保权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列强的特权制度，条约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一个基本
组成部分，正所谓“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4］。甲午战争之后签订的合同、章程等准
条约不是正式的国际条约，但属于不平等条约的附属物，其中多是根据条约权利而订立，从而可以
纳入条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政府的国际地位受它和私人公司或银团的商业契约所决定和
规定，确实几乎不下于被它和其他国家政府所订的正式条约所决定和规定。”［15］合同与章程等“在
形式上和性质上不是条约，然而作为有拘束力的义务强加于中国，它们被广泛地用于政治压迫和经
济剥削”［16］。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合同和章程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条约义务，似乎与正式
的条约没有什么区别。［17］尽管如此，准条约既非条约，准条约也就不是中国国际私法的渊源。
( 二) 准条约与国际私法的显性关涉
此“显性”关涉主要指准条约的规范对象。按照传统法学理论，法的调整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
的基本出发点与依据。国际私法的特定调整对象是广义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除了传统财产关系
与人身关系外，还包括各类商事关系。准条约的涉外性毋庸置疑，但准条约规范的是什么内容的法
律关系?
近代中国与外国私主体订立的准条约规范的法律关系主要限于经济范畴，属于商事关系，是涉
外民商事关系的一部分。近代中国之所以出现数量庞大的准条约，从某种角度说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洋务运动先求自强，后求富，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由于中国国内条件的
限制，在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不得不引进机器、人才，当然更需要的是资本的支撑。对
于西方列强来说，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后，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
向资本输出，这是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一。［18］准条约集中以外国当事人提供资金从而获得电信、路、
矿等权益为主，也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变化。
不言得益之大小，中外经济往来互有需求，双方最终寻求的合作途径和方式，就是由中国国家
出面与外国公司订立章程或合同。准条约由于不严格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不构成国际不法行
为，这使得其在有些场合较之缔结条约更为适当。一方面，回避了“凡条约所未载之事，即为不准
行之事”的麻烦，使之成为正式条约的补充，从而具有灵活性; 另一方面，作为合同主体的外方公司
往往具有国家背景，近代中国政府与其签订合同，也有迫于外方压力的因素。由此可见，把准条约
归属于国际私法，盖因准条约规范的法律关系所涉事项为商事事项，属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商事
关系范畴。有学者认为条约是当事各方之间的法律，而且是“硬法”，准条约涉及的内容属国际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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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硬法”性质的公法不同。［19］如果从条约与准条约的关系或角度来解释，从国际公法与国际
私法调整对象的不同来解释，该观点并无不妥，但如果因此把属于“私法”的国际私法理解为“软
法”，则不妥当。准条约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但对于建立涉外民商事关系的主体双方来
说，仍然据此而产生了特殊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国际私法来调整。
( 三) 准条约与国际私法的隐性关涉
此“隐性”关涉即指与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关联。研究中国近代的法律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
历史环境。在近代铁路、电信等技术传入之始，中国基本处于被动地位，近代技术是由西方列强介
绍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并非中国主动创办这些近代工业。［20］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为准条约的形成
创造了重要的社会经济条件。［21］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法制环境所限，作为缔约主体一方的政府或其
代理人，最初也许根本没有或很少能考虑到契约的属性以及其中的国际私法问题。在近代中国，国
际私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舶来”的法律。［22］在移植国际法的过程中，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部国际
私法译著———《各国交涉便法论》。西方法律适用观念的普及，使国人逐渐认识到: “现时交通繁
密，他邦人士蹂躏中原，每以个人交涉酿成国际问题，朝野上下均被影响者，均领事裁判权之历也。
于此欲各国撤去此权，非研究国际私法。”［23］在涉外民商事交往的过程中，国际私法也具有了重要
的意义。
近代中国，“排外”是中国社会尤其是民众反对外国侵略和不平等条约斗争的代名词。［24］20 世
纪初年，“排外”出现了新走向，国人明确提出了废除不平等约章的具体目标。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大量合同、章程，争夺中国的路矿权利。这些准条约使中国的路权和矿权为列
强所控制，由此激起了中国社会要求废除准条约的收回利权运动。这一运动从废除粤汉铁路借款
合同开始，最终清政府以赎回方式收回了粤汉铁路路权。在此过程中，国际私法作为必要的理论依
据，成为废约运动取得成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针对准条约的国际私法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合同是契约而非条约。① 如针对粤汉铁路合同，有学者认为:“其订立之两造，一为中国
政府及铁路总公司，一为美华合兴公司，而美国政府不与焉。按国际公法，凡订立合同，必两造均为
政府方成条约，否则谓之契约。……条约属于外交，外国得而干预之; 契约属于内政，外国不得而干
预之。……‘凡政府与个人所订立之契约，不在国际法范围内。’由此视之，粤汉铁路之合同，是契
约而非条约也，审矣。”［25］因此，合同交涉“乃国际私法上之交涉，而非国际公法上之交涉，则废合
同与废条约异”［26］。
第二，合同属于国际私法。例如，有学者认为 1898 年《苏杭甬铁路草合约》、1903 年《沪宁铁路
借款合同》等属于国际私法，因为“按银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之督办大臣订立合同也，自法学上
断之，乃以商人之资格与中国之督办铁路者订立契约，纯属乎民法上之事。故其交涉当归于国际私
法，而不当归于国际公法。即有争论之端，亦系总公司之督办大臣与银公司之联同代理人互相交涉
之事，而断不能牵入两国政府之国际交涉，此至明之理也”［27］。山东绅商要求收回让与德国采矿特
许权的理由是:“盖条约者，此国家与彼国家相互间缔合之意思，而又必得两国全权代表之签定，及
两国元首之批准，乃得生其效力也。否则不成条约，只私人契约耳，不属国际公法，只国际私法
耳。”［28］“五处矿务，系指商务性质，宜用国际私法，不当用国际公法。”［29］这表明，通过近代中国的
准条约，国际私法还与中国近代的对外交涉紧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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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学刊》2018 年第 4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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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条约在国际私法中的特殊性
( 一) 准条约的公法与私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有严格的公法与私法之分。法国法认为特许协议属于行政合同，适用行政法，由
行政法院管辖。英、美等国没有明确的公私法区分，对于特许协议，一般认为属于私法意义上的契
约，原则上适用普通合同法的规定。除非政府基于社会公益或契约妨碍政府正常执行职务的理由，
行使国会权力、警察权或公用征收权，否则不能废弃普通法原则。［30］学界对这类协议的性质也有不
同的看法: 有的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其有别于一般民商事合同而属于公法契约;
有的从当事人地位平等的角度出发，认为其属于私法契约。［31］
从属性上看，传统国际私法调整的民商事关系当属私法性质的关系。但随着国家干预的事情
不断增多，诸如对外贸易、证券买卖、外汇管制、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传统上被视为公法
的法律，在解决国际私法问题时也需要被适用。由此可见，国际私法主要是私法，但同时含有一定
的公法意味，把近代中国的准条约单独归类为公法或私法均有失偏颇。如上所述，准条约的内容主
要是商事关系，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区分其公法意义上的主权行为和私法意义上的商
业性行为。［32］例如在贷款合同中，作为合同主体一方的政府或政府机构的借款行为可能是私法意
义上的、商业性的行为，而不是公法意义上的主权行为，当事人在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民商
法来调整。因此，近代中国的准条约具有一定的商事合同性质。然而，这类协议又是中国国家作为
主体一方与外国私人订立的，涉及中国政府借款、路权、电信、矿物等，关乎国计民生。“订立契约
的国家政府可能在行为上违反契约，可能通过立法使契约变得毫无价值，还可能利用其国内法上的
权力废除契约，或者通过国内法也认为是非法的手段废弃契约。”［33］因此，“特许协议带有一定‘公
法’行为性质。特许协议中的授权条款是国家以主权者的身份行使的管理职能，属于‘公法’调整
的范畴”［34］。由于近代中国准条约具有公法属性，从而使其兼具公法与私法性，但这不影响把准条
约归入国际私法范畴，因为国际私法本身亦非单纯意义上的“私”法。
( 二) 准条约主体的平等与不平等
同自然人、法人一样，国家可以根据民事法律，与其他国家的私主体发生民商事法律关系，取得
民事权利及承担民事义务。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国家不是以主权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一定范围
的国际私法关系的主体。国家参与民商事活动是国际民事关系发展的产物。从 18 世纪后半叶开
始，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深远地影响着近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尤其是进入 19 世纪以后，科学技术
的进步使国际交通状况大为改善，促进了各国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的发展。同时，在一些欧美资本
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大到经济领域，许多国家的政府直接参与铁路运输、电信、邮电以及金
融等方面的活动，一国政府及政府机关与他国个人或法人之间的各种方式的民商事交往关系也随
之发展起来［35］，如一国政府向外国公司购买军用物资等［36］。
国家参加民商事交往，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又是主权者。作为主
权者，它参与民商事活动的场合和范围有限，因而是国际私法的特殊主体。但国家参与的毕竟是民
商事活动，是以民商事主体身份出现的，需遵守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平等性原则，自我限制其主权者
地位。在以国家为一方、私法人为另一方的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国家的民商事法律地位具有平等
性与不平等性: 前者即国家与私主体享有和承担同样的民商事权利和义务; 后者指国家作为主权者
享有豁免权。近代中国的准条约缔结者包括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而晚清政府是准
条约的缔结主体之一，是近代中国准条约的主要缔结者。［37］近代中国在准条约中的民商事主体地
位是异化的———作为民商事主体，准条约中的中国政府同外国私主体的民商事权利义务应该一致，
然而中国国家民商事地位的不平等性却表现得极为特殊。准条约的另一方主体虽然是外国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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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人背后却可能有浓厚的国家背景。列强通过条约以外的形式对中国强取豪夺，而外国国家
却不需承担国家责任。对于中国而言，如前所述，这些合同或章程与正式的条约没有区别，都对中
国构成条约义务，一旦发生违约纠纷，合同约束的仅为具体的外国法人，外国国家并不负责任，而中
国国家却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
( 三) 准条约适用的法律主要为国内法
一般涉外经济合同的法律适用，长时间存在“主观论”与“客观论”之争①，国际上大致经历了
以合同缔约地法和合同履行地法为主的单纯依空间连结因素、以意思自治为主强调依当事人主观
意向、以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合同自体法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三个阶段，并且合同的
法律适用现今已逐步趋于一致，即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从而实
现合同法律适用“主观论”与“客观论”的有机结合。由于对国家契约或合同性质的认识不同，对国
家合同的法律适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大体上包括五种选择: 契约条款法( 也称当事人法) 、国内
法、双方当事人公认的法律原则、国际法、文明国家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等。［38］既然国家合同是国
内法上的契约，国际法学者认为，当一外国人与国家政府间因违反契约而发生求偿问题时，就应根
据国际私法规则所指引的作为准据法的国内法来解决。即国家合同应以国内法为其准据法。实践
中，国家契约的法律选择条款也会规定“以本地法和‘可能相关的国际公法原则和规则’为准据
法”［39］。从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本身的内容来看，几乎没有规定法律适用条款。清末废约运动的效
果表明，有关合同的废除及对外方当事人的赔偿是根据中国法律，但这是对外交涉而非司法解决的
结果，也是中国近代涉外民商事纠纷解决的缩影。当然，如果从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角度分析，适
用中国法律并没有问题。因为准条约与中国有最密切联系，根据国际私法最密切联系原则，应该适
用中国法。且准条约带有“公法”性质，国家还将以主权者的身份行使管理职能，其双重身份决定
准条约不可能完全按照私法规定，任由当事人完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准据法。［40］当然，国家也
有权力决定法律适用。
四、结论
首先，“准条约”不是条约而类似于条约。准条约具有条约的某些特征，主要因为缔结准条约
的一方是国际法主体，具有缔结条约的资格。但准条约又不是真正的条约，因为缔约的另一方不是
国际法主体，不具有缔结条约的资格。近代中外约章中作为私法人的公司、银行等不是国际法主
体，而国家是国际私法的特殊主体，它可以以民商事主体身份与外国私法人建立这种民商事法律关
系。此亦说明，准条约仅是国内法上的协议。
其次，把准条约归入国际私法范畴的根据是准条约的内容及性质。由于准条约所涉事项基本
为借款、投资等，规范的是民商事关系，具有涉外私法性，可以认为其属于国际私法。但这样归类并
非意味着准条约就是冲突法。准条约属于特殊类别的合同关系，规定了特定当事人———中国国家
与外国私法人间具体的权利义务，运用的不是国际私法的间接方法，因而也决定了准条约在国际私
法中具有特殊性。
再次，根据以上命题可知，近代人们认识的国际私法仅为国内法。国际私法的国际法渊源的发
展，已证明国际社会确实存在“国际的国际私法”，以条约规定私法事项、在国际私法中纳入国际公
法的交往方式已不令人吃惊。但是，早期的国际私法主要表现为国内立法，涉外民商事问题应该由
属于国内法的国际私法来解决。中国历史上的国际私法国内立法较晚出现，直到 1918 年，中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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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客观论”指以某种固定的场所因素作为连结点来确定合同准据法的主张。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没有自己的国际私法国内立法，近代中外条约中出现规范民商事关系的条约，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
没有相关国内立法规范。用准条约的方式建立与固化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不失为列强当时与中
国进行民商事往来的有效方法。
最后，把准条约归类为国际私法，折射出近代中国的政治及外交生态。当时，“所有受托经营
铁路和进行贷款活动的银行和财团，日益被看作是各自政府达到其政治和商业目的的不可或缺的
手段。外国控制中国的斗争因此也就变为最奇特的面貌，也就是说外国资金和外国政策形成了最
密切的合作。这个时代是一个‘被铁路和银行所征服’的时代”［41］。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私法所处
理的涉外私法关系，有时能引起国际法的问题。因为虽然有关的国际私法规范属于有关国家国内
法的一部分，但若把国际私法包含在条约之中，它就可能也具有了国际公法的性质。缔约国一方如
果不遵守条约中所规定的国际私法规范，或许会引起另一方关于违反对其所负国际义务的诉
讼。［42］近代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运用国际私法实质上起到了一种“规避”强权的间接作用。
国家固然应受其同外国当事人订立协议的约束，但这种准条约是国内法而非条约，订立协议的法律
依据是国内法而非国际条约，协议当事方只依国内法承担责任，其并不需负国际责任。“把个人利
益和政府利益这样混在一起的结果是，许多在别处仅是商务性质的事情，遇有争执可由法院判定
的，在中国就成为国际政治问题，其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外交行动。……无论如何，不考量到限制中
国政府行动自由的那些半官方的以及官方的义务的复杂情况而能够充分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国际
情势，那是稀有的事。”［43］处于弱势地位的清政府在对外往来关系中，试图将涉外民商事纠纷控制
在经济商务范围内并尽力通过国内法途径解决，避免因民商事纠纷转变为政府间政治纠纷而引起
列强的外交干涉。在收回粤汉铁路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粤汉铁路合同属于民事私法行为，
应归类于国际私法，民事私法行为不应受政府干涉，这顺应了当时的斗争需要及历史现实。由此可
见，国际私法与一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近代中外条约中还出现了国际私法规范。在清末的收回路权、矿权等运动中，围绕
废除路矿借款合同，准条约被纳入国际私法范畴。借助准条约，国际私法成为斗争或交涉的工具，
国际私法观念也由此得到宣扬。回望中国的国际私法，围绕着条约而生的国际私法意识、概念及规
范早于国内立法，这也许是近代不平等中外条约笼罩下的不幸中国的国际私法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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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Quasi－A Study of Quasi － Treaties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Modern China
YU Fei
(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 The quasi－treaties of modern China refer to the contracts or charters signed by China as an entity in inter-
national law with foreign legal persons as private entities in relation to matters fundamental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
ple’s livelihood，such as loans，railways，telecommunications and minerals． Quasi－treaties were not treaties but were simi-
lar to treaties，forming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s unequal treaty system． A quasi－treaty was an agreement in domestic law
but not a source of China’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gal relationships governed by quasi－treaties were primarily limited
to the economic realm; they were part of foreign－related civi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us involved private inter-
national law． Quasi－treaties ha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y concerned both public law and pri-
vate law． The status of the state as a civil entity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affairs was characterized by special inequality，and
the law applicable to quasi－treaties was mainly domestic law．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as applied in the modern abolition movement，placing quasi－treaties into the categor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is re-
flected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ecology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modern China，quasi－treaties，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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